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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对于当前引起广泛讨论的促进消费问题，实际上短期内需要关注

的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问题，中期内需要关注的则是消费率过

低的问题。由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消费率过低需要通过深层次

的改革解决，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很大可能会导致跨期紊乱、通货膨

胀加剧。分析中国目前的消费不足问题，需要将视野放宽到供给端、

中长期，解决措施上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国外的政策实践，要形成独特

的中国模式。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现象，实际是一个“双低”格局：

一是总消费占 GDP的比重过低，二是家庭消费、居民消费占 GDP的

比重过低。收入分配不公、强制性储蓄过高都是中国消费率过低的主

要原因，而过度偏重投资，又会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和社保支出上不

充分、不平衡，由此产生的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。因此，解决消费

率过低的关键，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改变其内生性的投资转化体系，同

时依赖新发展格局的构建，在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上着力，既要应对

短期问题，也要应对中期问题，打好政策组合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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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国消费不足问题需要全面看待 

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，

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。对于当前引起广泛讨论的促进消

费问题，实际上大家短期关注的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问题，中

期更加关注的则是消费率过低问题，即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过低、消

费在整个经济增长的动能中占比过低的问题。但是，许多观点混淆了

消费不足和消费率过低这两个概念，对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出现了思

路性的混乱，认为要抄作业，尤其是抄美国作业，通过“大水漫灌”

和“天上掉馅饼”解决现在消费低迷的问题。但是事实证明，抄作业

的方式不仅无法使过低的消费率回升，反而可能引来更大的问题。消

费不足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，可以通过逆周期调整，利用积极的财政

政策、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行对冲。但是，由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带来

的消费率过低，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。用短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

不仅不足以解决现有困境，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为严峻的经济问题。也

就是说，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很大可能会导致跨期紊乱、通货膨胀加

剧。 

2000—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平均为 8.24%，同一时期美国居

民消费增速平均为 2.36%，欧元区仅为 1.09%。且中国是世界第二大

消费市场，每年的消费增长率都稳居世界前列。如果单纯地认为中国

消费乏力，是非常片面的看法，分析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，需要将视

野放宽到供给端、中长期。从反映消费不足的第一指标——被动存货

投资和价格水平来看，目前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在下降，同时 CPI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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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I这两个指标出现了同时下降的情况，这反映出两个需要重点关注

的问题：第一，不仅需求端在收缩，供给端也在收缩；第二，短期疲

软可能引发了一些中期结构性问题，潜在增长速度可能在同步下降。

另一个反映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——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显示，疫情冲

击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明显。产能过剩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

一个“老的新问题”，虽然产能过剩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但在当

今经济形势下其“新”在行业和速度两方面：一方面，房地产、钢铁、

水泥等行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；另一方面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加

趋势更加明显。 

因此，中国消费不足并没有科学的参照系，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

系，形成出口——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，目前接近 10%的消费增长率

是位于合理区间的。但是，近期消费修复存在很大的差距，存货上扬

和物价下跌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凸显，所以中国的消费不足问题需要

全面看待，解决措施上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国外的政策实践，要形成独

特的中国模式。 

二、目前国内消费率存在“双低”格局 

当前，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消费不足、总需求与总

供给复苏的不平衡，同时也表现为消费率过低。中国最终消费率（最

终消费/GDP）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。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仅为 56%，

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 80%，印度和泰国分别是 66%、67%，

越南的最终消费率甚至已经达到了 74%。 

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出口—投资驱动型色彩在淡化，消费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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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的贡献提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三季度，消费支出对

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83.2%，拉动 GDP增长 4.4个百分点。但这主要是

因为出口下滑和投资低迷，并不足以改变消费率过低的判断。与发达

国家相比，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，但居民消费占比较低。2019年，

我国居民消费率为 38.8%，远低于同等人均 GDP 水平下的阿根廷

（63%）、波兰（53.6%）、西班牙（51%）、泰国（48.5%）。因此，

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，实际是一个“双低”格局：一是总消费占 GDP

比重过低，二是家庭消费、居民消费占 GDP比重过低。 

在初次分配中，居民部门占比较低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

重要因素。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，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 60.6%，较

世界平均水平低 5.5个百分点；企业部门占比为 24.7%，较世界平均

水平高 5.6个百分点；政府部门占比为 14.7%，较世界平均水平高 0.1

个百分点。而随着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，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也持续下

降。同时，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与调整，也对消

费产生了很剧烈的影响。如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

金，进而催生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，从而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

倾向下滑。 

尽管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存量分化对中国消费率过低影响很大，

但不是唯一核心的因素。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

过低、居民所得过低，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

强制性储蓄过高。其中，投资型政府、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

和投资核心。而过度偏重投资，又导致政府在转移支付、社保支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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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、不平衡，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。数据显示，18个欧盟国

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.443，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，这些国家的

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 0.29。从下降幅度来看，欧盟国家政府的社

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 40%，但中国仅下降了

12.3%。如果未来政府仍维持过度偏重投资的政策导向，那么我国消

费率过低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有效解决。 

三、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，关键是政府角色的转变 

在消费率过低的形势下，是难以构建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新发

展格局的。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，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，也不在

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，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

改变。政府、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行为决定了储蓄率过低，因此对于

政府功能、行为的改革，是调整的一个重点，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

分类性的改革。具体来说，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，

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、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

费基金；而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，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

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的问题。 

对于目前既有短期消费不足、消费恢复乏力，又有消费率过低的

状况，中国需要的是组合式扩消费的政策，要在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

上着力，既要应对短期问题，也要应对中期问题。需要用相关的组合

模式、新的“鸡尾酒疗法”，而不是“短期刺激消费”一项政策打天

下。 

消费修复的关键在于收入、资产及消费信心的修复，要加快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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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分配制度，筑牢社会安全网，实现稳消费—稳就业—稳产业—稳

主体的良性传导；要兼顾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，不同阶段以

不同主体为主，同时重点推出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，进一步修正

耐用品消费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手段。实现消费率、投资率的转变，需

要依靠净出口率的变化，宏观动态平衡依然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可信

依据。解决投资过剩问题，要依赖新发展格局的构建，依赖深层次的

改革，同时也需要在扩内需中弥补外需下滑的空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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